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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长江流域协同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角度考虑，如何促进区域城镇化有序、适度及协调建设，是

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以长江流域 105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熵值法构建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城镇化的五维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依托 ArcGIS 平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空间聚类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8～2018 年，

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有下降，各地级市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态势。

(2)耦合协调度良好及以上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

等地。耦合协调度失调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川西—藏东—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雪峰

山区、罗霄山区等地。(3)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

缘游离型 4种类型，人力资本、交通建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地理特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耦合协调度的

区域格局。基于城镇化多维耦合协调发展，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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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城镇化率年均增速超过 1%[1]。城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火车头”,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任务。2019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 84843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60%,首次

突破 60%大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显示，预计 203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70%左右的峰值，中国经

济未来的主要推动力仍将是城镇化[2]。 

目前，各地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已出现土地资源浪费、城乡水平差距拉大、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资源环境压力趋紧等

问题。作为包含诸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如何科学评测城镇化质量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问题[3,4]。学术界对城镇化质量的相关研究

主要涉及人口与经济城镇化
[5,6,7]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
[8,9]

、土地与产业城镇化
[10,11]

、经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12]
等系统的耦合协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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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涵盖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的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和空间集聚等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关注的多是人

口、土地、经济或产业等子系统两两或者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从研究的地域范围来看，主要是经济区、省级城市群、市域和县

域地区
[13,14,15]

。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为今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转型的方向，新型城镇化理论实践研究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研究

领域的热点话题。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核心，也是国家主体功能规划的重要内容。从既往研究的地域范围

来看，无论是基于经济区、省级地域、城市群，少有对长江整个流域范围展开全面系统的分析。此外，已有研究的对象及内容鲜

有涉及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 5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分析。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

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从研究的范围与对象来看，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采用 2008、2013、2018 年 3个时期面板数据，以长江流域 105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研究的目标包含以下 4点：(1)

通过熵值法构建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2)依托 ArcGIS 平台，依据系统耦合协调

度原理，评估长江流域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水平；(3)结合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分别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

进、空间聚类模式及驱动因子；(4)对长江流域各地城镇化协调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江流域是指长江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广大区域，作为世界第三大流域，流域总面积180 万 km2,主要包含上海、江苏、安徽、

江西、湖南、湖北、重庆、云南、四川、西藏、青海 11 个省(市、自治区)。本文为了便于分析和对政策建议的分区提供参考，

结合考虑研究单元的精确性，将研究载体转换为地级市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研究范围界定为长江流域的 105个市级地级市，其中

上游 37个、中游49个、下游 19个(图 1)。 

 

图 1长江流域研究范围界定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2.1 建立“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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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质量(以下简称城镇化)的提高应是城镇人口的增长、人口从业结构的转变、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区建设面

积的扩展、城镇交通设施的完善；同时也是经济生产的转变、经济效益与经济投资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科技的高速发

展
[16]
,以及有足够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更多的城镇人口，为城镇人口提供消费、医疗、公共交通等服务；并且还是人居环境质量

与污染治理效率的提高，可提供更加良好的人居生态环境[17]。因此，本文研究的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是“人口、土地、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城镇化五者之间是否为有机的统一体，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程度。在遵循科学、

系统、多维与实用性原则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特殊地域条件，构建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具体分级方式与指标选取内

容详见表 1。指标属性中，污染排放的各二级指标相对于生态环境城镇化而言是负面因子，因此这些二级指标的属性定义为负向，

其余二级指标相对于各一级指标而言均为正向属性指标。 

表 1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支撑层 二级指标(单位) 权重 属性 

人口城镇化 P 

城镇人口结构 

P1 常住城镇人口(人) 0.259 正向 

P2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252 正向 

人口从业结构 P3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220 正向 

人口受教育程度 P4 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 0.268 正向 

土地城镇化 L 

城区建设 

L1 人均建成区面积(km2/人) 0.141 正向 

L2 建成区面积所占比例(%) 0.122 正向 

城区绿化建设 

L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47 正向 

L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km
2
/人) 0.068 正向 

陆路交通建设 

L5 城市公共交通密度(km/km2) 0.138 正向 

L6 铁路路网密度(km/km2) 0.131 正向 

L7 高速公路路网密度(km/km2) 0.147 正向 

水路交通建设 

L8 内河航道密度(km/km2) 0.094 正向 

L9 水运货运量(万 t) 0.112 正向 

经济城镇化 E 

经济产值 

E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0.054 正向 

E2 二三产业总产值(万元) 0.098 正向 

E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0.098 正向 

E4 地均 GDP密度(万元/km2) 0.065 正向 

经济投资 

E5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元) 0.097 正向 

E6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 0.064 正向 

E7 人均外商实际投资额(元) 0.098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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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 

E8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元) 0.079 正向 

E9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元) 0.087 正向 

E1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51 正向 

科技发展 

E11 专利申请授权量(项) 0.049 正向 

E12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0.087 正向 

E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万元) 0.073 正向 

社会城镇化 S 

居民生活 

S1 人均居民储蓄存款(元) 0.225 正向 

S2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0.172 正向 

S3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0.151 正向 

S4 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比例(%) 0.098 正向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S5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张) 0.101 正向 

S6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 0.121 正向 

S7 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 0.132 正向 

生态环境城镇化 T 

环境资源 

T1 水资源总量(万 m3) 0.071 正向 

T2 城市公园面积(km2) 0.113 正向 

污染治理 

T3TSP 净化率(%) 0.105 正向 

T4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万 m3) 0.077 正向 

T5 工业污水排放达标率(%) 0.103 正向 

T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95 正向 

污染排放 

T7 烟(粉)尘排放量(万 t) 0.098 负向 

T8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 t) 0.074 负向 

T9 城市污水总排放量(万 m3) 0.095 负向 

T10 工业废水总排放量(万 m3) 0.098 负向 

T11 工业固体污染物排放量(万 t) 0.074 负向 

 

1.2.2 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熵值法计算的各指标权重值 Wj 见表 1。熵值法[18,19]确定权重系数的具体步骤见(1)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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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标准化处理。 

根据各指标数据在整体中的相对值或分布概率作为新矩阵进行标准化。设 Pij为标准化的矩阵，Xij为原始矩阵，数据标准化

公式为： 

 

(2)得到标准化矩阵 Pij后，使用Ej表示各指标的信息熵值，公式为： 

 

(3)定义冗余度 Dj表示各指标贡献度的一致性，公式为： 

 

(4)最后指标权重系数Wj的计算公式如下： 

 

1.2.3 数据来源、城镇化质量计算 

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经济年鉴。对于其中少数地级市的指标无法直

接获取数据的，采取加权平均法对缺失指标赋值补缺。中国地图及长江流域矢量地图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与长江水利委员

会。 

由于原始数据单位不统一，因此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原始数据进行去单位标准化处理。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各子系统的城镇化质量 Up的计算利用线性加权法，公式如下： 

 

式中：Up表示各子系统的城镇化质量；Xi为指标标准化值；ai为指标权重，i为指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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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原本属于物理学范畴，指的是两者或两者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之间影响的现象。本文将耦合

度用于刻画城镇化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参考前人有关耦合度的研究文献[12,13,14,15,16,17],耦合度模型 C公式为： 

 

式中：U1 至 U5 分别表示各子系统城镇化；C 为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C 值的大小是城镇化各子

系统的质量决定的，其值越大说明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越强烈。 

耦合度 C 虽然能反映城镇化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但是并不能表征各子系统之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

上相互制约。如 5 个子系统有可能处于高度耦合的状态，但是实际上 5 个子系统各自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所以需要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更好地表征“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五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协调

度模型 D用于更加准确的判断出城镇化 5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公式如下： 

 

式中：D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D 值越大，表示城镇化子系统之间越协调，当 D=1时，城镇化子系统之间

达到最优的耦合协调状态；反之，D值越低，子系统之间越不协调。 

为了分层分级表示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参考相关文献[12,13,14,15,16,17],并结合各子系统的分析数据，将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划分

为 8个等级，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2。 

表 2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水平 

1 0.8<D≤1.0 优质协调 

2 0.7<D≤0.8 良好协调 

3 0.6<D≤0.7 中级协调 

4 0.5<D≤0.6 初级协调 

5 0.4<D≤0.5 勉强协调 

6 0.3<D≤0.4 轻度失调 

7 0.2<D≤0.3 中度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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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D≤0.2 严重失调 

1.2.5 核密度估计 

进一步借助非参数估计方法中的核密度估计法判断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分布及演变趋势，与参数模型估计相

比，它可以避免函数形式设定的主观性[20],其公式为： 

 

式中：n为观测单元的个数； 为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 为核函数；h为带宽。 

1.2.6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判断所有空间单元的整体相关性，通常使用 Moran’s I指数、Geary’s C 和 Getis-Ord General G 等

指标。本研究采用最为常用的全局 Moran’s I指数来揭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在研究区的总体分布模式，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 为研究区域单元的总数；Xi、Xj分别表示地级市 i 和 j 的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为耦合协调度均值；Wij为二进制

的空间权重矩阵，用来定义空间单元的相互邻接关系。Moran’sI 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1]之间，当其小于 0时，表示研究区城

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负相关；当其大于 0时，表示研究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正相关；而当其等于 0时，表示整体之间相互独

立，空间分布为随机的，不具有空间相关性。 

1.2.7 局部空间自相关 

本研究采用 Getis-Ord General G 指数对局部空间自相关的集聚类型进行识别，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各变量的含义与全局空间自相关的相同。采用标准化 Z 值对统计量进行检验，若 Z 值显著为正，说明地级市 i 周围

的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比均值偏大，为高值集聚；若 Z值显著为负，则说明为低值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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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江流域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 

2.1 城镇化水平差异 

采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衡量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及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结果如图

2所示。标准差是反映各个体观测值离散程度的一个指标，变异系数则可以消除单位以及平均数不同的影响，用于判断个体观测

值的离散程度。2008～2018 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有下降，2008 年变异系数为 0.22,2018 年为 0.17,相比

初始值降低了 22.72%,说明长江流域各地级市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态势。人口城镇化也表现出相同态势，变

异系数由 2008年的 0.59 下降至 0.51,说明长江流域各地级市间人口城镇化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态势。此外，土地与经济城镇化

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也呈现出下降态势，土地城镇化变异系数由 2008 年的 0.98下降至 0.64,相比初始值降低了 34.69%,经济城

镇化变异系数由 2008 年的 0.44 下降至0.35,相比初始值降低了 20.45%,这说明各地级市间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离散程度

均逐步缩小，并且缩小趋势显著。研究期间，土地城镇化的变异系数远高于其他类型，说明土地城镇化的离散程度高于其他类

型。社会城镇化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呈上升态势，变异系数由2008 年的 0.42 上升至 0.53,说明各地级市间社会城镇化的离散程

度增大。生态环境城镇化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保持一种相对平稳的态势，并且变异系数远小于其他类别，说明各地级市间生态环境

城镇化的离散程度相对平稳，并且离散程度低于其他类型。 

 

图 2 2008～2018 年长江流域城镇化各子系统及耦合协调度差异分析 

2.2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 

对 2008～2018 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上、中、下游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图 3)。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水

平呈现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的格局。研究期间，下游地区几乎全部位于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2018

年下游优质协调水平的地级市共有 10处，占比高达 52.63%。中游地区主要以中等协调、轻度协调和勉强协调水平为主，各等级

的地级市数量相对比较均衡，2008～2018年位于这3种耦合协调水平的城市分别有36处(73.47%)、32处(65.31%)、33处(67.35%)。

上游地区大多数地级市位于轻度协调及以下水平，虽然整体水平在研究期间呈现出一定的上升态势，但 2018 年仍然有 25 处

(67.57%)位于轻度协调及以下水平，其中 15处(40.54%)仍处于失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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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8～2018 年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各等级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数量比例 

从时间上考虑，2018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统计数据对于今后城镇化发展最具有参考价值，因此选取 2018 年为时间点对长

江流域上中下游分异进行具体说明。2018年，上游耦合协调与耦合失调的地级市数量分别为22个和15个，占比59.46%和 40.54%,

土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43.73%和 56.27%;中游地级市数量分别为 47 个和 2 个，占比 95.92%和 4.08%,土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91.83%

和 8.17%;而下游地级市数量分别为 47个和 0个，占比 100%和 0%,土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100%和 0%,其中下游所有地级市均在中等

协调以上水平。2018年，长江上中下游各等级耦合协调度的地级市数量与面积比详见表 3。 

依托 ArcGIS 平台，从空间演变上看，2008～2018 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整体变化不大，主要是长江三角洲、长沙

周围和成渝地区个别地级市等级的提升。总体而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在良好协调及以上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

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等地，包括：上海、南通、泰州、扬州、镇江、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嘉

兴、湖州、宣城、芜湖、马鞍山、合肥、武汉、孝感、天门、仙桃、潜江、鄂州、黄石、南阳、长沙、南昌、鹰潭、重庆、成都、

德阳、眉山、昆明、贵阳。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等级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川西—藏东—滇北横断山区、甘

肃陇南、乌蒙山区、雪峰山区、罗霄山区等地(图 4)。 

表 3 2018年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上中下游分异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地级市数量(个) 地级市面积比重(%) 

总数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优质协调 15 2 3 10 12.51 3.12 43.18 

良好协调 23 7 10 6 7.29 11.04 29.40 

中等协调 19 3 13 3 6.02 28.43 27.42 

轻度协调 20 7 13 0 11.23 23.56 0.00 

勉强协调 11 3 8 0 6.67 25.68 0.00 

轻度失调 11 9 2 0 38.81 8.17 0.00 

中度失调 6 6 0 0 17.4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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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8～2018 年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 

2.3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动态演进 

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 2008～2018年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状态。从核密度曲线与曲线围合的区域位置

来看，图 5 中三条曲线逐步向右高值区移动，说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水平正逐步提高。2013～2018 年曲线向右移动趋势

较上一个统计周期更加明显，显示出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加快。从曲线形状看，2008 年呈现出“双峰”模式，第二波峰对应的

耦合协调度(约 0.85)远高于第一波峰(约 0.55),表明小部分地区在较高水平集中；结合图4,这主要是上海、南通、苏州、无锡、

常州、南京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值远高于其他地区，在 0.80～0.90 区间产生的聚集效应。2013 年曲线为“单峰型”,峰值明显，

表现为单峰“凸起”状态，而波宽未见明显收缩。2018 年，核密度曲线具有明显的单峰右拖尾特征，波峰向右移动明显，峰值

在 0.65 附近，波宽收缩明显，波宽缩小至约 0.40～0.85区间内，与前两个统计期相比，显示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相互间的差距

缩小，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2.4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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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局Moran’sI 指数的最邻接距离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评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模式，计算结果如图 6所示。

全局 Moran’sI 值均大于 0,显著性检验 P值均小于0.001,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两种空间权重系数计

算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在统计期内呈现上升态势，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的集聚性逐步增强。从具体数值来看，全局

Moran’sI 值于 2018 年达到最大值，最邻接距离权重计算的数值为 0.524,经济距离权重计算的数值为 0.384,P 值为 0.0007,小

于 0.01,研究区空间模式集聚性较强。 

 

图 5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 

 

图 6不同空间权重计算的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Moran’sI指数值 

2.5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聚类格局 

依据局部空间自相关高低聚类(Getis-Ord General G)指数的Z值，结合各地级市的区位位置，在 ArcGIS10.2平台中将空

间集聚的结果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 4种类型(图 7)。热点聚集型地区呈现出相邻地级市之

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为高分值的集聚现象，主要涉及长江三角洲城市、合肥与皖江沿线城市、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包括上海、

南通、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 26个地级市。中部发展型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轻度至中等协调水平，并呈现出抱

团集聚的发展状态。该类型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包括嘉兴、湖州、宣城、滁

州、池州、铜陵等 49个地级市。冷点聚集型地区自身显示出较低分值的耦合协调度，而边缘临界地区显示出较高分值，呈现出

一种负相关关系，在空间形式中表现为盆地格局。滇北横断山区、乌蒙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雪峰山区、罗霄山区为主要

的冷点聚集型地区，共涵盖商洛、安康、汉中、巴中、陇南、恩施等 23个地级市。边缘游离型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各子系统及耦

合协调度均为最低值，可以视作冷点区，在区位上表现为边缘性、游离化的位置，主要包含长江源头的格尔木市和玉树、藏东的

昌都、川西的阿坝和甘孜、滇北的迪庆和丽江 7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不同空间集聚的具体分类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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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 

表 4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不同空间集聚类型 

空间

集聚

类型 

地级市 

热点

聚集

型地

区 

上海、南通、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扬州、南京、马鞍山、芜湖、合肥、武汉、鄂州、黄石、仙桃、天

门、孝感、南昌、长沙、重庆、成都、德阳、眉山、贵阳、昆明(26 个) 

中部

发展

型地

区 

嘉兴、湖州、宣城、滁州、池州、铜陵、安庆、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吉安、萍乡、株洲、宜春、新余、九

江、黄冈、娄底、湘潭、咸宁、岳阳、荆州、益阳、娄底、湘潭、常德、张家界、湘西、宜昌、潜江、荆门、随

州、襄樊、南阳、十堰、神农架、达州、广安、南充、广元、绵阳、遂宁、资阳、乐山、内江、自贡、宜宾、大理

(49 个) 

冷点

聚集

型地

区 

商洛、安康、汉中、巴中、陇南、恩施、雅安、凉山、邵通、攀枝花、楚雄、曲靖、毕节、泸州、遵义、铜仁、黔

东南、怀化、邵阳、衡阳、永州、郴州、赣州(23 个) 

边缘

游离

型地

区 

格尔木市、玉树、昌都、迪庆、丽江、甘孜、阿坝(7个) 

 

3 不同空间聚类的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分析 

参照前人城镇化驱动因子的研究，结合前期熵值法计算的结果，综合考虑各地级市间各要素差异，本文将主要从人口基础、

交通基础、经济产值、经济投资、地理环境 5个方面(表 5),对不同空间聚类的影响因子作相关性分析(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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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子 

因子类别 影响因子 

人口基础 X1 常住城镇人口、X2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交通基础 X3 铁路路网密度、X4高速公路路网密度、X5内河航道密度 

经济产值 X6 二三产业生产总值、X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投资 X8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X9人均外商实际投资额 

地理环境 X10 平均海拔、X11水资源总量、X12 自然保护区面积 X13地质灾害直接损失 

 

由表 7可知，X1、X4、X7、X8 和 X9 与其他因子相比对热点聚集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作用明显。X2、X6、X7对中部发

展型地区具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X9 作用显著。冷点聚集型地区中，X4、X6、X7 具有极显著的影响；X12 与 X13 有显著的负向

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冷点聚集型地区受制于地形地貌与区位因素，山地广布、生态脆弱，贵州、云南、四川省份山区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边缘游离型地区中，X2、X6、X9、X11具有极显著的正向作用，而 X10、X12负向作用显著。总体而言，

人力资本、交通建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地理特征影响了长江流域城镇化发展的区域格局，因而新时期城镇化发展需顺应和

挖掘上述关键因子的驱动作用，充分发挥出各地城镇化发展的潜力。 

表 6影响因子的多变量相关性分析 

因子 

耦合协调度的不同空间聚类 

热点聚集型 中部发展型 冷点聚集型 边缘游离型 

X1 常住城镇人口 0.640
**
    

X2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344
*
  0.621

**
 

X3 铁路路网密度     

X4 高速公路路网密度 0.531
**
  0.529

**
  

X5 内河航道密度     

X6 二三产业生产总值  0.610** 0.781** 0.213** 

X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447** 0.733** 0.864**  

X8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 0.344**    

X9 人均外商实际投资额 0.448** 0.217*  0.447** 

X10 平均海拔    -0.436* 

X11 水资源总量    0.229* 

X12 自然保护区面积   -0.105*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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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 地质灾害直接损失   -0.305*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对长江流域 105 个地级市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动态演进、空间聚类模式、影响因子进行了详细分析，主要研

究结论如下： 

(1)2008～2018 年，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及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有下降，各地级市间人口、土地、

经济城镇化及耦合协调度的离散程度趋于缩小态势。社会城镇化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呈上升态势，离散程度逐步增大。生态环境

城镇化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保持一种相对平稳的态势，离散程度相对平稳。 

(2)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在良好协调及以上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等地。耦合协调度处

于失调等级的地级市主要包括长江源头地区、川西—藏东—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雪峰山区、罗霄山区等地。 

(3)长江流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划分为热点聚集型(26 个)、中部发展型(49 个)、冷点聚集型(23 个)、边缘游离型

(7个)4 种类型。总体而言，人力资本、交通建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地理特征对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格局影响显著。 

4.2 建议 

(1)热点聚集型地区。 

长江中下游热点聚集型地区已经形成“产业集聚、人口流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上海、南京、武汉、长沙、重庆、成

都等核心地级市城镇化发展的“虹吸效应”愈发明显。因此，可围绕多点多中心的“虹吸效应”开展城镇化协同机制研究，引领

其他地级市以更优模式协同发展。热点聚集型地区应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交流与合作，深化产

业合作联系，促进人口、资源和要素在流域内的自由流动，构建空间发展协同机制
[20,21]

。此外，该类型地区土地城镇化较为发达，

城镇发展应进行土地的减量优化，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推进城镇化向集约型转变。 

(2)中部发展型地区。 

中部发展型地区多依附于强势崛起的省会城市周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背景下，基于空间连续性视角，应打破行政边界

壁垒，突破静态孤立的市域概念。重点提升企业创新创造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加强产业关联，培育稳定的产业集群，避免产

业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张脱节，深化“产城融合”。结合“一带一路”经济带规划和长江经济带建设[22],改善城区、交通、信息、

能源等薄弱基础设施，做好人才开发、公共服务设施及产业政策配套，营造承接产业发展的良好“软环境”。中部发展型地区中

的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省份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人口红利潜力巨大，可因势利导，以“产业转移”代替“人口转移”,

通过“就地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发展。 

(3)冷点聚集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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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点聚集型地区大多受制于自然地理因素，远离我国经济中心，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较低。雪峰山区的黔东南、怀化、邵

阳，滇北横断山区的凉山、攀枝花、楚雄等地自然资源优渥，应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把握政策机遇，结合自然生态与民族传统

文化优势，把城镇自然资源与民族传统等特征有机结合，培育具有独特优势的内生产业，发展绿水青山的城镇化模式
[23,24]

。冷点

聚集型地区应加强与热点聚集型地区交通运力的有效衔接，平衡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展交通辐射范围，以

适应产业转移接续。值得注意的是，上游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横断山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

养和生态屏障区，因此社会地位和生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应尽快促进这些地区的脱贫致富，摆脱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恶性循

环。 

(4)边缘游离型地区。 

边缘游离型地区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长江上游前沿阵地，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

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整体上，这些地级市为我国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单

一，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城镇化发展的侧重点应是提升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其脆弱的生态环境。依托长江源区丰富的草场资

源，优化畜牧深加工产业链，使之成为区域性、全国性畜牧产品基地；依托长江源区丰富的保护地、民族民俗特色人文资源，发

展科学考察、深度旅游业；还可开发长江源区丰富的药材资源，发展名贵中药材的种植加工工业。分布于边缘游离型地区的可可

西里自然保护区、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拉山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面积区域广

阔，应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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